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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章文学批评的学术理念与思想个性*

李 松

摘 要: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研究生涯中，黄海章文学批评所形成的学术理念与思想个性主要体现在八

个方面:强调文学本体研究、重视精神体悟、秉持知人论世的历史主义方法、区分学术性与功利性的边界、坚持

学术个性与言说风格的统一、崇尚独立思考、保持人格独立、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薪火相传而鞠躬尽瘁。黄

海章的文学批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了激进的政治理念与独立的学术思想二者纠缠所造成的困

境。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文学批评思想，需要运用知人论世和文本细读的方法，而不是先入为主或者断

章取义，惟有如此才能理解他的学术研究思路、方法以及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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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章( 1897—1989) ，字挽波，号黄叶，系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的同宗侄辈，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学批
评史学者。1919 年秋，黄海章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即中山大学前身的文史部，自 1936 年任中山大学
文学院中文系讲师，1941 年任副教授，1943 年任教授，在中山大学任教四十余年①。当前学界对于与黄
海章同一时期的批评家，例如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的关注较多，却对黄氏着墨甚少②。
与诸位文论大家比较而言，黄海章未获应有重视的原因是:前述著名的文论大家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版了

代表作，奠定了学术地位，形成了学术影响，而黄海章主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成果在建国之后才面

世;他的著作较少，论文数量并不多;其研究成果被有的学者视为简单套用主流文学理论，因而被低估、
冷落。本文认为，无论从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实际水准而言，还是他思想历程的阶段性、复杂
性内涵，都不应低估黄海章作为古文论家的学术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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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调文学本体研究

黄海章的文学研究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步，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八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他主
要的文学研究成就是在建国后十七年期间取得的。这一时期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理论主要是马列文
论以及马列文论的本土化产物毛泽东文艺思想。黄海章作为体制内的文学研究者，客观上难以避免、主
观上不可能脱离毛泽东文艺思想。因此，理解黄海章的文学批评理念，一定不能脱离当时历史语境对于
他的批评思想的影响。只有着眼于他一生学术历程的整体性与动态性过程，才能理解其真实的文学观
念与学术信念。
黄海章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说:“解放前，我主要从事文学史的教学，我最初研究先秦诸子，对唐诗

也下过些功夫，曾开过《诸子通论》、《唐诗概论》、《中国文学史》等课程。解放后才开中国文学批评史
课，后来研究重点也就转到古文论方面了。我的治学道路可以说是由治文学史走到治批评史的。”①正
是因为黄海章从文学作品鉴赏、文学史研究出发，对文本细读下了很深的工夫，同时也形成了根据文本
事实立论的思考习惯。因而他解放后进入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没有脱离作品与文学史而空谈概念。
他的学生吴承学介绍道:“黄先生认为古文论研究者要注重艺术修养和理论修养。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论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和具体作品的紧密结合，十分重视鉴赏经验。”②“如果我们不熟悉作品本身，没有审
美经验，也就很难判断其批评是否准确了。黄先生一贯主张批评史一定要结合文学作品去研究，避免从
理论到理论的凿空之言。研究中国古文论，需要比较广泛的知识面。如中国与外国的历史、文学艺术、
宗教、哲学都要接触，然后从博反约。《易》《庄子》都是哲学书，但其中很多理论对批评史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玄学、禅宗也是如此。不弄清这些问题，古文论很难深入研究。”③黄海章不仅在思想与方法上有
沟通感性与理性、打通文史哲的自觉意识，而且在批评实践中也体现了融会贯通、厚积薄发的功力。
黄海章的学问广博通达，立足学术本身，坚持严谨的学理性分析。他指出:关于刘勰所谓“道”的涵

义，近来的学者聚讼纷纭，或以为“道”即“自然”，或以为“道”是“儒家之道”，或以为“道”是“佛家之道”
( 如刘勰《灭惑论》所谓:“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来无二。”) ，或以为“道”是儒佛两家思想
的杂糅。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使读者头脑昏然，莫知所可④。难能可贵的是，黄海章认为:“研究刘
勰所谓‘道’的内涵，最好是根据《原道》篇所阐述的内容加以评论，不必笼统地提到哲学上唯心唯物之
争上去。”⑤黄海章逐一指出了黄侃、刘永济、陆侃如三人观点的不合理处，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
为:“《原道》篇，既阐述‘自然之道’也阐述‘圣人之道’( 即儒家之道) ，不能取其一而去其一。如果刘勰
所谓‘道’，真的与‘圣人之道’无关，则下文《征圣》，《宗经》，根本上便不能成立。‘圣人之道’，虽不能
和‘自然之道’等同起来，然而两者之间，又有其密切的联系。”⑥本文如上所述黄海章关于“道”的论辩，
并非为了肯定他的观点的真理性，而是肯定其论证问题时严密的逻辑、严谨的思路以及客观的态度，尤
其是立足于文本本身，避免落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说的窠臼。他以学术探讨为本位，没有批判的
火药味，也没有拿流行的政治概念给其他学者“戴帽子”。

二、重视精神体悟

黄海章的文学批评强调个人化的精神体悟，这可以从如下他评价严羽的文学思想窥见。黄海章说:
“他以禅喻诗，其实他对于禅学全无所解，钱谦益‘唐诗英华序’说:严氏以禅喻诗，无知妄论。谓汉魏盛
唐为第一义，大历为小乘禅，晚唐为声闻辟支果，不知声闻辟支，即小乘也。谓学汉魏盛唐为临济宗，大
历以下为曹洞宗，不知临济，曹洞，初无优劣也。他对于禅家所用的名词，还弄不清楚，更何能说到内容!

36

黄海章文学批评的学术理念与思想个性

①
⑤
②③④ 承学:《黄海章教授谈治学》，《学术研究》198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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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家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不落言筌，本难以死法捉摸，而自证自悟，尤难以所得告人，沧浪教人一味妙

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究竟如何悟法，方能入妙，说来亦恍惚迷离……说来说去，还是纠缠不
清，弄不出一个明确的概念来，倒不如直捷了当主张性情，标举兴趣，来反对江西诗派的末流。不知禅而
妄说禅，而且以禅说诗，多见其不知自量而已!”①黄海章如上对于佛禅具有深刻的见解，这与他的生活
经历中的体验是有关系的。据陈平原记载:“先生出世之想的时间大概不长，很快就重入红尘，先后任教
梅县梅州中学、潮州金山中学，一九三六年起执教中山大学，直到以九十二高龄病逝于中山寓所。尽管
先生晚年不断表示:‘蓬莱无可到，梵士亦空悬。不佛亦不仙，蔬食任吾年’( 《杂诗》) ，我还是相信年轻
时的感情体验，终其一生无法完全抹去。诗集中随处可见游佛寺感叹‘凄凉佛子家’的诗作; 当年杭州
灵隐寺孤僧留影，普陀山木鱼携归，或者庐山青莲寺妙岸上人之约，更是让诗人刻骨铭心，几十年后不断

‘回首前尘，恍如昨梦，诗以写怀’( 参见《黄叶楼诗》) 。”②黄海章学佛、入佛、事佛十分虔诚，他年轻时托
词尽孝晚婚，新婚时吟诗两句“禅房作洞房，和尚变新郎”，一时传为佳话。
黄海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体悟式批评方式，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史课堂教学之中。针对有人认为

《中国文学批评简史》过于简略，还应该尽量扩充的建议。黄海章 1981 年在《漫忆平生》中说: “我如果
把我所要写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在课堂上讲授时‘照本宣科’，就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为取得教学效果
起见，可以一边让学生留心教材的内容，一边把许多没有写出来的东西用口头进行讲授，或摘录一些笔

记，这样，可以吸引学生，得到好的教学效果，这样教了几年，也还算马虎应付得来。”③黄海章的《中国文
学批评简史》来自课堂讲稿，他对于何者需老师书上写、何者需老师当场讲、何者需学生读进行区分，提
倡学生自主、师生互动，反对照本宣科满堂灌。据黄海章的学生黄天骥介绍:“海老给我们讲唐诗。他身
体瘦小，却声若洪钟，讲到激动处，唾沫直飞到讲坛上。他讲课的内容十分简洁，一是一，二是二，多余的
话，一句也没有。对一些名篇，他不做分析，往往是摇晃着身躯，高声朗诵一遍，完了便问: ‘哪一句最
好?’若某甲同学起来回答，不合海老的想法，他就摇头;某乙同学又站起来，说另外一句才好，海老满意
了，便点头。然后说:关于对这首诗的评价，同学可以看什么什么书。这样一首诗的讲评，算结束了。”④

他的讲课带着生命的激情与忘情的投入;其论述要言不烦，点到为止;其点拨崇尚无言之教，以心会心。
“海老讲书，则是另外一种风格。他讲得并不动听，但很有启发。他讲诗，着重点在让学生自己体悟，而
极少加上教师的意见。即使表示教师的看法，也点到即止。”⑤黄海章的文学教学尊重学生个人主观感
受的独特性，不以标准答案为约束，实际上维持了文本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正如陈平原所说，黄海章
的研究方法，“重体悟能自得而不大重书本重理论的倾向，仍可能暗含玄机。先生的这种学术路数，与近
代以来日渐专业化的大趋势格格不入，故在学界显得有点‘落伍’。好在先生从不追新潮，政治上、学术
上都力戒‘从风而靡’，而是追求‘内有定见，外有定力’”⑥。黄海章教学与治学的理念来自多年实践的
检验，体现了他对文学与教学本质的理解。

三、秉持知人论世的历史主义方法

针对《沧浪诗话·诗辩》，黄海章评价说:“大体说来，沧浪原本性情，主张兴趣，反对江西诗派之掉
书袋，发议论，在当时来说，是有其进步性的。可惜这种主张，偏而不全。而其最大的毛病，是以为时代
愈后，诗道愈衰。大历不如盛唐，晚唐又不如大历。强执时代的先后，以为盛衰的界限，这样推演下去，
是一代不如一代，最好是返诸诗经三百篇以前。这种看法，是完全违反文学发展的规律的。”⑦黄海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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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黄海章:《谈严羽的“沧浪诗话”》，《光明日报》1958 年 3 月 9 日。
⑥ 陈平原:《花开花落浑闲事———怀念黄海章先生》，《读书》1993 年第 9 期。
黄海章:《漫忆平生》，第 323 页。

⑤ 黄天骥:《人淡如菊———记黄海章教授二三事》，《中大往事———一个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第 196—197，197
页。



这一判断基于文学史事实，批驳严羽机械性地“强执时代的先后，以为盛衰的界限”，以至形成了“退化
论”观点。
对于《沧浪诗话·诗法》中的如下说法:“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

不能辨，其真古人矣。”黄海章认为，今人欲做“真古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的理由是:“他不知道做
一个‘真古人’，便要完全丧失了‘自己’。我有我所处的社会环境，我有我自己的生活遭遇，我有我自己
的思想感情，发为诗歌，便有我自己的特殊的内容与风格，何必要做一个‘真古人’? 又何能勉强做一个
‘真古人’? 沧浪可不是说诗所以吟咏性情么? 做一个‘真古人’，试问‘真性情’何在? 这简直是自陷矛
盾而已!”①黄海章认为，诗人不同的社会环境、生活遭遇与思想感情会形成个人独特的内容与风格，因
而勉强“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不可能复原为“真古人”。
黄海章上述研究路径，从他后来的治学经验总结中也可以了解。他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有许多方法，但总结起来不外‘史’‘论’两种。‘史’的方法就是把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里去考
察，探求其真正的历史面目和本来意义，尽量避免渗入主观臆测。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占有大量第一手资
料，而且要了解其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了解批评家的思想生平，知人论世。‘史’的方法是最基本的工
作，也是最实在的功夫。‘论’则是从我们今天的眼光去评价古代文论，可以有自己言之成理的见解。
用现代的理论去探讨批评对象在历史上与今日的意义和作用，但并不是用今人的标准去贬低或者拔高

它们。现在有些理论文章，写得很漂亮，但却缺乏扎扎实实的史的功夫，主观色彩很浓，往往浮光掠影，
有些人连原意都搞错了，有的则断章取义，其结论是靠不住的。也有的人喜欢夸大其词，把自己的意见
强加在古人头上，搞古人现代化，把古人说得比今人还高明，这是不科学的。”②黄海章并不是一般性地
反对理论预设，而是强调史实的基础性，反对理论先行和过度的主观阐释。有些人往往夸大其词拔高古
人，他认为并不科学。

四、区分学术性与功利性的边界

(一)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期间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史著作，与之前陈钟
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1927) 、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 1934) 、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
( 1934)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上卷 1934，下卷 1947 ) 、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 1944) 、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1964) 并肩而立，各擅胜场。该书以“概说”作为总论，勾玄
稽要，提纲挈领。全书涵盖儒家、道家、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金代、明代、清代十个部分。他在
“概说”中论述了批评史的元命题，至今仍有学术价值。

1．何谓中国文学批评史
黄海章开宗明义，提出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描述性定义:“中国文学批评史包括的范围，是在

阐述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其中自然包括对历代某些作家和作品的批评。”③由此可以
看出他对何谓“中国文学批评史”具有清醒的理论自觉，将历史书写与客观历史进行了区分。作为学科
的概念形态，批评史是主观叙述的产物，即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的“阐述”。作
为客观的历史形态，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演变具有自身的历史过程，研究者应该基于这一历史事实进行
评价与分析。黄海章这一界定体现的研究特色是: “中国文学批评史”并非文学理论的批评史，其研究
不能局限于概念与理论的范围，而是“其中自然包括对历代某些作家和作品的批评”。他毫无疑义地指
出:“文学作品，是先于文学理论。”④而书写形态的文学批评史就是基于作家、作品的批评历史。这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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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章:《谈严羽的〈沧浪诗话〉》，《光明日报》1958 年 3 月 9 日。
承学:《黄海章教授谈治学》，《学术研究》1986 年第 4 期。

④ 黄海章编著:《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1，1 页。



海章的批评史观念与批评史书写的实践性特色，并不悬置作家和作品而空谈文学理论。
黄海章认为，从文学发展的过程来看，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呈现为如下三种状况。第一，

文学作品先于文学理论。例如《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并非受文学理论的指导才
创作出来。第二，文学批评是在文学作品流行之后才产生的，反过来会给文学以重大的影响。“譬如有
了《诗经》，读诗的人，才各提出他们不同的看法。”①孔子、孟子、荀子、汉代儒家关于《诗经》的看法“出
发点，各有不同，结论也全不一致，而且都不是完整的批评，但总不能不说是雏形的文学批评”②。第三，
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出现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碎片式的文学批评首先散见于六经、诸子当中; 曹丕、
陆机、挚虞等人的出现意味着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的出现。从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至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意味着有条理、有系统、有深度的文学批评，实际上逐渐形成了“由破碎而逐渐趋
于完整的”③观念形态的文学理论。

2．中国文学批评历史与观念的复杂性
第一，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观念互相冲突，影响各异，有的同时并存杂糅，有的异代

相左。“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含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是
属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向后退的。文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
的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④黄海章揭示出观念的冲突并非一定出现于批评家之间。
例如，王充反对东汉文坛虚伪浮夸的文风，但是他反对的是这种文学潮流，而在当时并没有出现与他持

相反看法的批评家。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双方斗争同时出现，却以明清两代为最著”⑤。例如公安、
竟陵之于前后七子，袁枚之于沈德潜。
第二，他辩证地指出，某些批评家自身进步与落后的观念集于一身，不可一概而论地拔高或者贬低:

“在过去号称为进步的向上的文学批评家中，他们自身也有许多矛盾，也有一些落后的反动的因素。”⑥

他认为刘勰看到了文学和时代、作者个性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是进
步的;而过于推崇孔子和六经，过于强调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则有所偏颇。黄海章主张:“我们在这种交
互错综的情况下，对一些进步的、向上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然要加以充分的吸收，但对其中落后的、反
动的成分，也要加以严格的批判。这样，才不会迷信古人，才能够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⑦他认为沈约
是趋向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家，但不应该因此而否定他提出的“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的见解。
虽然黄海章的文学批评也有时代政治的印记和影响，但是让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的话，却是他根本无法

接受的，以文学的方式谈文学，或者从文学的角度谈政治，是他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底线。
(二)文学的“新”与“旧”
黄海章的文学观点与当时意识形态有吻合、一致之处，但也有着个人的独立思考。1964 年戏剧界

提出“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陈，出社会主义之新”的观点，即“过去所演古典的戏剧，不出‘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的范围，不能反映当前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大力提倡现代剧，来反映建国十四年来伟大
的新人新事”⑧。在当时，戏剧界原来提出的“两条腿走路”与“三者并举”逐渐演变为以反映当下生活为
主的现代戏。那么，在中国古典文学史的教学中是否能贯彻这种方法? 当时有两种看法:第一，“如能运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古典文学加以深入分析批判，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就能‘出社会主义之新’”; 第二，“运用历史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古典
文学史，写成一部新的、合乎现代社会要求的教材，也就是‘出社会主义之新’”⑨。这两种看法在当时的
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然而，对于上述观点，黄海章表示了鲜明的反对意见。他的理由是:“前一种说法
‘推封建主义之陈’，诚然做到了，但吸收过来的‘民主性的精华’那部分，亦止成为‘民主性的精华’而
已。那些‘民主性的精华’，在社会主义伟大的建设时代，亦止能有‘借鉴’的作用，是否这样，就算‘出社
会主义之新’? 可以反映当前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呢? 后一种看法‘推封建主义之陈’，也诚然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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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写成新的、合乎现社会要求的教材，也止能做到以新的观点，处理旧的材料，里边虽然有不少新的见
解，但也止限于处理旧的材料的范围而已，是否这样就算反映了当前社会主义伟大的建设? 就成为‘出
社会主义之新’呢?”①

黄海章的理由是，对于能否“出新”，要根据不同的学科区别看待。他说:“我以为在创作小说，尤其
是创作现代剧方面，可以达到这种要求，至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范围既然是‘古典’的，能真正做到
‘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便算完成了任务。那些经过深入批判的得来的‘精华’，
也可算是推陈出新，但决不能说‘出社会主义之新’;也决不能以‘出社会主义之新’，在古典文学史中来
达到这种要求。”②可见，他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推陈”可以“出新”，而是认为，古典的学问与满足现代所
需要的“社会主义之新”即功利性需求，应该区分开来。黄海章具体分析:“我以为在教学方面，须分别
课程的性质，来作不同的要求。教中国古典文学史的，范围既然限于古典，无论有若何新的见解，在当前
的社会，能起一种作用，也不能成为‘出社会主义之新’。至于研究‘甲骨文’、‘金文’一类的‘古文字
学’，也未尝不可以拿出新的见解来，但距离‘出社会主义之新’更远。如果用同一的尺度，对不同性质
的课程，作同一的要求，我以为是无法达到的。”③黄海章的主旨是，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不能直接
地、简单地、急迫地为现实需要服务。他没有明说的是，出“社会主义”之“新”是一种现实政治要求，如
果以此为标准去剪裁古典文学，则难免指鹿为马，歪曲古典文学的本来面目。按照当时学术研究的时代
要求，从古代文学研究提取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观念与情感取向，是“古为今用”的需要。但是，
黄海章坚持认为，在古典文学教学中不可能出“社会主义之新”。他的这一看法揭示了文化遗产功利目
的的实现存在复杂的、差异性的状况，因而不可一概而论。他在当时提出这一说法，体现了一定的学术
勇气和求真品格。

五、思想个性与言说风格的统一

(一)捃摭要义，挈领提纲

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条分缕析，脉络清晰，简明扼要，不仅上面所述是为了满足课堂教学的
需要，实际上也是个性化的言说风格使然。他说:“我平生治学，重在捃摭要义，挈领提纲，往往失之‘粗枝
大叶’，但比较‘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似乎稍胜一筹。”“现在人写文章，喜欢长篇大论，下笔万言，犹嫌
太短，我以为为节省读者时间起见，似乎还可以精简一些。”④1958 年 3 月 9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黄海
章的《谈严羽的〈沧浪诗话〉》，该文体现了黄海章“捃摭要义，深入浅出”的文学批评风格与旨趣。
黄海章针对严羽作《沧浪诗话》以禅喻诗说，以为:“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孟襄阳学力，下

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他评价道: “韩退之的
诗，好卖弄学问，好发议论，好驱使险韵，和孟襄阳之平澹天真，风格迥然不同。严羽尊孟而抑韩，是以为
襄阳的诗由深思自得而来，而非根本于学问。他的主旨，是在反对当时盛行的江西诗派，使诗的创作，归
于含蓄，而有一唱三叹之风。”⑤三言两语，条分缕析，如老吏断狱，区分差异，追根溯源，切中要害。黄海
章评价江西诗派说:“这一派的诗，从它的好处看来，是雄大、劲健、拗折、沉郁，有杜甫之余风，而其短处，
是在于驱使才学，驱使议论，驱使典故，有韩愈之僻涩险怪，无一唱三叹之音。而且以为诗是局限于书本
中，而忽视了作者的真性情。”⑥点评到位，干脆爽利，体现了批评者深刻的识见与涵养。黄海章的上述
风格特征，可以从他自己的治学心得中得到印证: “文章有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之
分。我以深入浅出为最上乘，浅入深出最无谓。”⑦黄海章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有风格上的独特性，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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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 黄海章:《在古典文学教学中不可能出社会主义之新》，《学术研究》1964 年第 2 期。
黄海章:《漫忆平生》，第 323 页。

⑥ 黄海章:《谈严羽的〈沧浪诗话〉》，《光明日报》1958 年 3 月 9 日。
承学:《黄海章教授谈治学》，《学术研究》1986 年第 4 期。



一种“深入浅出”研究方法与表述方式的体现。
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建立在长期丰富的文本鉴赏的基础之上，同时作为从事创作实践的

诗人，他的理论分析往往对批评文本有同情之理解，能避免空蹈虚谈，强作解人。黄海章撰写的《明末广
东抗清诗人评传》①，将研究对象简明地分为三类:即“死难的抗清诗人”、“参加战斗后退隐的诗人”以及
“退隐的诗人”，除此之外，将“方外诗人”等作为附录。从诗作本身进行品鉴，是为“捃摭要义”;从分类
明晰的角度区分各自的边界，是为“挈领提纲”。
(二)抒情与言志的统一

黄海章是自成一家、求真务实的著名学者，也是才华超拔、造诣极深的优秀诗人。他曾刊行《黄叶诗
钞》( 1945) ，该作品传诵一时，其续作结集为《黄叶楼诗》。黄海章在《黄叶楼》“后记”中自述其创作追
求:“自念从旧社会中来，犹存在不少落后的思想意识，然而抒怀述事，尚不失其真。”②《黄叶楼诗》一书
合计收诗 220 首，分为如下七个部分: 1．《黄叶诗稿》系根据黄海章诗歌毛笔手迹选印; 2．《黄叶楼诗( 选
录一) 》( 50 首) 涵盖范围最广，自青年至晚年的作品; 3．《黄叶楼诗( 选录二) 》( 93 首) 主要选录 1976 年
之后的作品; 4．《黄叶楼诗( 选录三) 》( 31 首) 主要选录 1984 年之后的作品; 5．《补遗》( 11 首) 其中 10
首都是 1976 年之后的作品; 6．《黄叶楼诗( 选录四) 》( 29 首) 编为《烬余集》( 解放前作) ; 7．《附词》( 6
首) 。从作品分期来看，解放前作品约占百分之十三，解放后至 1975 年间作品约占百分之七，1976 年及
其以后作品约占百分之八十。其主要内容包括胜地游记、遣兴抒怀、抨击时弊、表达政见。缘事而发，没
有无病呻吟的矫情之作。正如邱世友探讨黄海章与詹安泰数十年诗词酬唱之后所说:“二位先生通过这
样的创作活动，培养了友谊，剖析了人生，家国身世之感又互相交流、深化，从而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时代
精神。”③诚哉斯言，表达、呼唤并引领“时代精神”是黄海章创作的基本动机，也是诗歌内容的主要特色。

六、崇尚独立思考

黄海章说:“我对问题往往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轻易崇拜权威。当然权威之所以成为权威，由于
他有卓越的成就，但对权威决不能一味顶礼膜拜。”他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具有个人的独到见解，求诸己心
的精神十分可贵。

1963 年《毛主席诗词》出版，1964 年元旦在全国各地开始发行。《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杂志连
续发表郭沫若、臧克家等人诠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中山大学中文系从 1958 年开设了“毛主席诗词研
究”课程。据《中山大学校史》记载:在“为建设共产主义的中山大学而奋斗”的口号下，从 1958 年 6 月
下旬起，中山大学提出了改革教学与改革科学的“双改运动”，学校的五大措施中有一项是开设富有时
代特色的课程，其中就有“毛主席诗词研究”、“毛主席语言研究”。这次运动从 1958 年 6 月下旬开始至
1959 年上半年结束，历时一年左右④。黄海章坚持文学批评的标准，在毛泽东诗词阐释中提出了自己的
解读方法和结论。
(一)关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一首
“钟山风雨起苍黄”，“苍黄”两字，郭沫若解为“变化反复”，引伸为“天翻地复”⑤。黄海章以为“苍
黄”即是“仓皇”。他的理由是:“韩愈《祭女挐女》:‘苍黄分散’，即是‘仓皇分散’。杜甫《新婚别》:‘誓
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宋蔡梦弼注云:‘谓行役之急也。’可见‘苍黄’是可只当‘仓皇’用的。仓皇两
字，用在这里，我以为有重要的意义。国民党反动派据守南京，他们以为‘长江天堑，不能飞渡’，而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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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帝国主义的舰队封锁着，人民解放军更无飞渡的可能，他们还可以苟延残喘。料不到人民解放军突
破封锁，百万雄师，迅速渡过长江，暴雨狂风，骤然卷起，他们于万分惶恐之中，仓皇逃去。这一方面刻画
出解放军威力，雄大无比;一方面刻划出国民党反动派，狠狈逃跑。解为‘天翻地复’，便不能显示出这
种意思来。而且下面又有:‘天翻地复慨而慷’之句，意义也不免重复。”①他旁征博引疏解“仓皇”的本
意，然后结合上下文语境论证其内涵。
(二)关于“不可沽名学霸王”
许多人都认为是项羽沽名钓誉，要行仁义，不肯杀掉刘邦。结果弄到乌江自刎。“由于要行‘仁

义’，因而穷寇不追。由于穷寇不追，因而一败涂地。”②对此，黄海章的质疑是:“( 一) 项羽最初所要消灭
的对象，是暴秦的军队，不是和他联合作战的刘邦; ( 二) 刘邦拥有十万军队，先项羽而入关中，也不能算

是‘穷寇’; ( 三) 等到楚汉纷争，刘邦成为项羽所要消灭的对象，然而他所凭藉的是武力，并非欲钓仁义
之名。司马迁批评他说: ‘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便是他终身迷信武力的证明，决非‘要行仁义’。”因此，
黄海章说:“我以为所谓霸王，可能是指历史上领导农民革命的领袖如洪秀全等人，打到南京，便以为功
成名立，坐下来做太平天国的皇帝，不肯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解释，似乎和上句: ‘宜将剩勇追穷寇’
联系得紧密一些。”③他认为此处将项羽解释为“霸王”，就历史实际情形而言并不吻合，而解释为洪秀全
等人则符合诗句的本意。
(三)关于《到韶山》七律一首
“红旗捲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臧克家认为这句诗的意思是:“追忆了当年农民在党的领导
下，高举红旗，奋起革命，打倒地主，夺取政权的情况。仅仅两句，但极具体形象地写出了人民的斗志和
英勇。”④郭沫若以为“黑手高悬霸主鞭”，是“反革命的黑暗势力高高地举起了恶霸地主们的铁鞭或者皮
鞭———以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来对抗革命的武装力量”⑤。黄海章认为:“依前一说，两句都是歌颂农民的
斗志和英勇，都是正面的形象;依后一说，前后两句的形象，刚刚相反，意在说明农民的力量，在恶霸地主

残酷的压迫之下，在流血牺性中成长起来。各有各的理由。”黄海章比较赞同前一个解说。他的理由是:
“有些同志以为把‘黑手’当作农民的形象，可不是大大地污辱了农民高贵的品质? 其实并不是这样。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谈到农民协会的农民们有说:‘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
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黄海章分析说: “根据这种情形，
也可能是农民捆绑劣绅游乡时，一手牵着绳子，一手高高地举起以前恶霸地主们鞭打他们的鞭子，督促

着劣绅前行。这种形象，也是很生动的吧!”⑥黄海章上述对于毛泽东诗歌的解释，结合诗句，贴近语境，
有理有据，堪称新解。
黄海章回顾自己的研究宗旨时说:“研究应该‘谢朝花之已披，启夕秀之未振。’创造性是科研工作

者的必要素质，学术界应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现在有一些‘热门’如某个批评家、某个术语便有大量
的文章，但许多是人云亦云，缺乏创造性。另一方面，也有人把创造性片面理解为标新立异，以为凡
‘新’凡‘异’必好，凡旧说必欲推翻。但往往言不成理，有些翻案文章连旧说也没有完全了解，只求唱反
调，这未免哗众取宠。其实‘新’‘异’并不等于创造性。创造性必须合乎科学真理。能推翻千古定论，
自创新说，又言之成理，当然很好，但这情况是极少的;如果能在前人或他人基础上把研究推前一步，或

者从其他角度，用其他方法使研究更周密更深入，‘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也未尝不包含有某些创造
性。”⑦黄海章认为，学术创新追求术语之新、唯新是求、为新而新、片面之新，往往并不符合实际。在现
有基础上求新，求角度之新、方法之新也具有创造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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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章曾经在《漫忆平生》中引用王阳明和颜习斋的两段话，集中体现了自己的批评理念与思想个
性。第一段话强调为学贵在“求之心”，而非盲目崇拜权威:“王阳明说:‘夫学贵求之心。求之于心而非
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 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

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王阳明诚然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然而他这一段话，要人们能独立思
考，不要一味迷信‘权威’，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①第二段话强调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颜习
斋也说:‘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 锺
著《颜习斋言行录·学问篇》) 。”②斯人已逝，遗韵长存，上述两段话体现了黄海章追求真理的学术理
念与独立思考的思想个性。

七、保持人格独立

黄海章在中山大学耕耘近半个世纪，桃李无数，名满天下。校友们称颂:“先生冲淡温良，虚怀若谷，
对门生一视同仁，对学业循循善诱，赢得全校爱戴，感情历久不衰，迄今天下桃李相逢，无不以海师为念

也。”③黄海章不仅仅为师为学受人敬重，他独立的人格姿态也体现了学者的风骨和尊严。吴承学回忆
黄海章的思想境界，写道:“他强调治学需要高尚的人格，牵于名缰利锁见风使舵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学
术成就。他喜欢用韩愈的话来勉励我们:‘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④

黄海章认为“科学研究也需要高尚的品质，决不从风而靡”。他说: “在‘四人帮’横行之时，出现一
些‘风派’文人，不惜改变自己一贯见解来迎合‘四人帮’，‘四人帮’垮台后，乃成为众矢之的。‘风派’
文人，喜欢观风察色，自以为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头，殊不知风头一转，他不得不因风转舵，又不免落在时

代的后头了。这样变来变去，便成为无行文人。这种人完全为利欲所驱使，自然不会有真正的学术成就
了。”⑤这里所说的“‘风派’文人”或暗指同校哲学系杨荣国教授。1974 年 1 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
动。在这场运动中，杨荣国成为当时意识形态的宣扬人。黄天骥回忆道:“海老对外面的风风雨雨，当然
是不解的。他足不出户，却对是是非非，非常清楚，而且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有一次，有位知名学者受
了上头的委托，大写‘评法批儒’的大批判文章。此公一时名满天下，炙手可热。他误上贼船，身不由
己。知识分子既迂又软容易忘乎所以的习性，使他真的挖空心思为‘四人帮’的理论效力。为了评说
‘法家’的传统，他想到了汉代的重要思想家王充。而对王充思想如何阐述，却未有把握，便‘降贵纡
尊’，请教海老。海老一听他说要把王充定为法家，猛摇其头，坚持王充是儒家，并且认为儒家不应受到
批判。他以自己的良知，坚持真理。那位学者告诉他这是政治需要，请他帮忙，海老就是不肯。”⑥杨荣
国请教黄海章的动机是，试图将王充定位为法家，他的目的是配合当时评法批儒运动的政治需要。杨荣
国的观点背后有政治潮流的驱动，据他的同事李锦全介绍:“当时按照杨荣国的观点，先秦是有儒法斗争
的，汉代以后有没有呢? 很难说。后来，毛主席委派迟群主持召开法家著作会议。江青关心这个问题，
她说，儒法斗争不止是先秦有，汉代也有;不单是古代有，现代也有，将来也有，永远都有。儒法斗争跟阶
级斗争一样，永远都要有。杨荣国本来认为，先秦肯定是有儒法斗争的，汉代以后他也不确定存不存在
儒法斗争，但是会议开完以后，‘认识’统一了，认为儒法斗争汉代以后也是一样存在的。”⑦这一史实就
是黄海章上面所说的“从风而靡”，“不惜改变自己一贯见解来迎合‘四人帮’”⑧。
黄海章说:“我在十年动乱中虽然没有进入‘牛棚’，然而汲汲遑遑，精神上受到不少刺激。又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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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横行，硬要教育界和十七年前对着干。”①20 世纪 70 代初，他写有《闭关》一诗，表达了个人的
精神独立:“颂酒未能聊瀹茗，藏书不读且看山。鹃花落尽人非故，万绿摇天自闭关。”他在《一九七六》
这首诗中描述了中国当时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表达了对于廓清乱相的狂喜: “地动天摇日，风号鬼啸
年。唐山卅万众，一霎化飞烟。‘四害’横中夏，群生堕九渊。豁然妖雾净，日涌万山颠。”文化大革命结
束之后，黄海章在致友人潘汝瑶的《劫余》中写道:“劫余留得一闲身，江畔相从影倍亲。恶梦十年休复
忆，春风重过草如茵。”( 上述诗作均见于《黄叶楼诗》) 这首诗表达了他走出黑夜梦魇，迎接政治清明的
欢快心情。

八、为薪火相传而鞠躬尽瘁

从陈平原所说的当代学术史上的“隔代遗传”现象，可以发现黄海章及这一代人学术思想的远因与
近果。陈平原认为，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有一种“隔代遗传”现象②。“八十年代的我们，借助
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比如，我在中大、北大念书
时，先后接触了容庚、王季思、黄海章、吴宏聪、王瑶、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等一大批老教授，他们大都曾
就读于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或抗战中的西南联大。因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他
们没办法很好地表现;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在学术上‘重新焕发青春’。这不是比喻，是写实。这些老先
生，无论做人还是治学，一下子回到了三四十年代。注意，不是回到强调思想改造的五六十年代，而是回
到最初接受学术训练的三十年代。抗战前，中国的大学已经很成样子，数量不多，但质量很好。那个时
候活跃在大学校园的诸多人文研究方面的大家，他们的业绩，今天仍然很难企及。学生更是如此，那个
时候的大学毕业论文，比今天的硕士论文还好。这就难怪，八十年代的学术，不屑于承继五六七十年代，
而是回到三十年代。”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学术继承上的跨越性与跳跃性，说明外部的强力压制可以在
一时一地起作用，但是无法从精神信念上改变学者的情怀与寄托。其实不止是中大、北大存在这种现
象，每一个人文传统深厚的大学都是如此，例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名校，一些硕果尚存的老教授重上讲台，备受学生尊崇。因此，理解 20 世纪 80 年代
学术史的精神背景，有必要联系民国学术传统的跨代影响。陈平原的“隔代遗传”说勾勒了一幅弥补文
化断层、接续学术香火的图景。他的具体理由是:“第一，这些人大都受过较好的中学、西学的训练，是正
规军，不是游击队，跟日后那些靠大批判起家，或者从大批判入手接受高等教育的，无论学养还是境界，

都大不一样。只是由于长期的压抑，他们很可能著述不多，或名气不是很大。第二，由于早年良好的教
育，加上长期的生活磨炼，这些人大都有一种睿智，一种人格魅力。这点很重要，从他们身上，年轻一辈
学得的，主要不是具体知识，而是治学态度，以及所谓的学术精神。第三，我们接触这些老先生们时，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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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间不构成竞争，没有利益冲突，因此很容易推心置腹。他们早就成名了，也乐意提携年轻人，当伯
乐。老少之间，思想比较接近，学术上也谈得来，没有多少隔阂，这样，一下子就回去了。再说，老先生们
年纪大，地位高，碰到风浪时，仗义执言，这点让我很感慨。或许是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加上无所求，
‘无欲则刚’嘛。”①这一批人文社科领域硕果仅存的资深学者，之所以跨过极端的年代仍然能够自然地
承续早期接受的学术精神，就在于面对一系列思想改造的同时也坚持着宝贵的学术品格。王水照在评
价原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的知识分子群体时，认为他们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潜藏着两股“势力”: “一
股就是党的声音、党的政策，你必须要执行，而且何其芳也的确是相当忠实地去执行的;另外一股呢，就
是学术本身的，要讲究学术的独立思考、自由研究，要尊重科研工作自己的规律，这种思想在第一批老先
生身上，也包括在青年大学生身上根深蒂固，不是说推翻就推翻，说改造就改造的，甚至何其芳他们自己

也是如此。”②包括黄海章在内的这一批老先生老树新枝，晚年焕发青春光彩，培养了大批 80 年代开始
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者。
黄海章认为，文革结束之后的人才培养十分紧迫，他将人才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校岗位中的“年

青的一代”，特别强调“培养年青的一代是很重要的。再不好好地培养，大专院校的前途是很危险的”③。
原因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也留下了许多青年教师，将来的教课任务，就要轮到他们身上。诚然，他
们经过努力，可能比我们老一代强得多，但这不能说空话。现在一切趋向年轻化，但不是年轻便好，还要
有相当的能力。”④第二类是中年教师，“现在一般在大专院校任课的中年教师，学问上有较好的基础，教
学也有二十年以上的经验，负担课务，是结实可靠的”⑤。第三类是当时在校的研究生，“现在大学的一
般研究生，将来也有许多要负起大学教学任务来的，所以必需经过好好地培养”⑥。“他勉励青年戒骄戒
躁，不慕虚名，不急功好利，要耐得寂寞，沉得住气，力戒浮夸之风，认准自己的目标，一直走下去。”⑦“文
革”初告结束后，黄海章和几位老师合教《古典文学作品选读》和《毛主席诗词研究》，也分任了一些编写
事宜，同时把《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大纲》绝大部分没有写完的稿子继续写下去⑧。黄海章身体力行，积
极投身新时期的教育事业，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耆宿鸿儒合作，开始培养、指导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的
研究生，直到八十九岁才退休。

结 语

黄海章一生经历极其艰难坎坷，学术道路跌宕起伏，但是无论何种困厄窘境，他始终坚守人生信念，

追求学术真理。王水照曾评价何其芳一方面要“执行党的政策”，“这是义不容辞的”; 另一方面，“学者
本身又要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坚持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与学术主张去搞研究，这虽是潜在的，却又是发

自内心、深入骨髓的。这两股势力，在何其芳身上经常‘打架’”⑨。应该说，这种心灵的“打架”现象在
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是普遍的、根深蒂固的。这一段评价也符合黄海章的思想状况。他年逾八旬终于
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大好局面，主张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的学术界应该理解
并继承黄海章的学识、人品与风骨，将先生的道德文章发扬光大，延续中华文化的学术传统。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张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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